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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意义］ 通过研究社交媒体辟谣的要素对错误信息的持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影响， 确定改善

ＣＩＥ 的关键因素， 进一步完善知识修正等相关理论， 以遏制信息疫情的影响。 ［方法 ／ 过程］ 以知识修正理论为基

础模型，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回溯调查。 从用户个人因素和辟谣信息因素两个维度构建了社

交媒体辟谣对用户持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影响因素模型。 为验证该模型的可靠性， 采用 Ｓｍａｒｔ ＰＬＳ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网络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持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影响主要受 ７ 个因素的影响： 辟谣信息的频

次、 辟谣响应速度、 个体的自信水平、 辟谣信息的详尽程度、 辟谣信息的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和辟谣信息内容认

知能力。 这 ７ 个因素共同调节了社交媒体用户的知识修正全过程。 其中， 辟谣信息的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和辟谣

信息内容认知能力 ３ 个因素对用户消除 ＣＩＥ 的效果起到相对主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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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应用， 网络谣言信息

的数量和传播速度呈现指数级增长。 这些谣言信息

常常被迅速而情绪化地传播， 进而引发所谓的 “信

息疫情”，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群体性恐慌。 辟

谣被证明是有效降低谣言可信度、 遏制谣言传播扩

散的手段之一［１］， 是指针对扩散的谣言， 参与主体

在网络空间中驳斥谣言的行为， 是围绕主体、 信息

和场景展开， 以策略和时效为重点的网络谣言治理

行为［２］。 政府机关、 研究人员和实践领域针对网络

谣言识别、 粉碎和散播举证机制等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 但在与虚假言论、 不实新闻对抗的过程中，

研究人员发现错误信息具有持续的影响效应（Ｃｏｎｔｉｎ⁃

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ＩＥ）， 即在错误信息被撤回或

纠正后， 依然会对人的记忆和行为产生持续影响［３］。

在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作用下， 谣言引起的公

众焦虑在短时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 且辟

谣工作自身具有滞后性， 使得辟谣工作的效果不佳。

因此， 针对社交媒体辟谣信息的有效性问题， 探究

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与辟谣信息的内在关联， 削

减并消除谣言的持续影响效应， 增强辟谣信息的影

响力， 从而减小社会公众焦虑带来的危害， 在净化

舆论空间、 维护网络环境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以知识修正理论为基础框

架， 深入探究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错误信息持

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影响。 通过系统地研究社交媒

体辟谣的要素对 ＣＩＥ 的影响， 揭示影响 ＣＩＥ 的关键

因素， 进一步完善知识修正等相关理论， 为有效遏

制信息疫情的影响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本研

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回溯调

查， 并构建了社交媒体辟谣对用户 ＣＩＥ 的影响因素

模型。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验证， 揭示网络辟谣信

息对社交媒体用户 ＣＩＥ 的影响机制， 并提出改善 ＣＩＥ

的关键因素， 以进一步提升辟谣信息的效力。

本研究兼具合理性和创新性。 首先， 尽管辟谣

工作在抑制谣言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对于

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通过研究

辟谣信息对 ＣＩＥ 的影响，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对于深入理解社交媒体用户对错误信息的持续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以知识修正理论为基础， 将

个体因素和辟谣信息因素结合起来， 构建了一个综

合的影响因素模型， 揭示了影响 ＣＩＥ 的关键因素。

这一模型的建立将为辟谣工作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指

导， 有助于提高辟谣信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最后，

采用回溯性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法， 通过实证

研究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以期为研究领

域提供实证证据和实践参考。

１　 相关工作概述

１􀆰 １　 谣言与辟谣信息对用户心理的影响研究

学界早已建立起对谣言信息和用户心理的联系。

心理学普遍认为， 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是由于用户缺

乏对真实信息的掌握， 且焦虑心理呈高水平状态，

进而为探求真相而开展的尝试所导致的［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Ｈ Ｍ 等［５］学者认为， 谣言对用户存在持续影响效应，

并提出了心理事件模型的概念， 认为用户在接受并

信任谣言信息内容的基础上， 若在后续过程中并未

受到辟谣信息的刺激， 用户会持续保持原有的心理

状态。 一些学者在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某些场景下观

察到用户的心理在受到网络谣言影响下， 甚至会主

动参与谣言传播的行为［６－７］。 Ｗａｎｇ Ｂ 等［８］ 的研究

表明， 由于许多用户对谣言辨识能力欠缺， 导致他

们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并且在他们意识到这种传播

行为的破坏性时也不会对他们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采

取进一步行动来校正之前的散播行为。 为了抑制谣

言信息的进一步散播， Ｚｈａｎｇ Ｙ 等［９］ 还提出了一种

全新的双阶段谣言传播和驳斥模型， 发现在用户接

收谣言后， 辟谣信息越早校正， 用户受谣言影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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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者们还对辟谣信息介入下谣言传播的心理学

变化展开研究， 认为辟谣信息， 不仅能够加深用户

对谣言信息内容的疑虑［１０－１１］， 还可以降低其对谣言

散播者和传递者的心理依赖和信任［１２］。 然而， 不同

学者对辟谣信息作用效果的评价也存在 “褒贬不

一” 的现象。 有的学者认为， 辟谣信息为信息本

身带来不确定性， 致使社交媒体用户对真相的理解

更加疑惑［１３－１５］。 如 Ｐｅｔｒｏｖａ Ｐ Ｋ 等［１６］认为， 辟谣信

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会加深网络用户对事件本身的

误解， 即 “逆火效应”， 进而导致其做出进一步背

离原事件的决策。 尽管研究者重视 “逆火效应”

的影响， 多数研究仍表明辟谣信息对公众心理起到

积极作用。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等［１７］ 发现， 只有极少方

法可以在心理层面上帮助用户实现对谣言的校正，

其中包括接受谣言前的 “最初警告”， 反复辟谣或

接受新的 “覆盖性信息”。 Ｌｉ Ｚ 等［１８］学者利用微博

数据进行文本特征分析和数学建模， 提出了在谣言

类别、 作者的影响力、 话题的热度等不同情况下，

为平台如何组织发布辟谣信息提出了决策建议， 使

其对用户心理的正向引导作用达到最大化。

１􀆰 ２　 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相关研究

错误信息（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指的是最初被广泛认

为是真实的信息， 但随后被公开撤销或更正。 从其

动态演化过程来看， 错误信息主要包括散布和撤销 ／

更正两个阶段。 在进行更正的过程中， 例如事实核

查和声明， 公众仍可能表现出对最初错误信息所描

述的对象的准确性或真实性的信任， 这种现象被学

术界广泛认为是错误信息的持续影响效应（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９］。 在研究持续影响效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ＩＥ）时， 常采用实验

方法。 实验中， 研究者要求受试者阅读一则关于虚

构事件的新闻报道， 而控制组则不提供更正信息。

之后， 受试者回忆事件的基本信息， 并进行偏差侦

查测试， 以了解他们是否注意到报道中的前后不一

致之处， 同时要求受试者推理事件的具体成因。 辟

谣信息被视作错误信息的一种， 因为它是对最初错

误信息的更正。 通过受试者使用原始错误信息的次

数来估计 ＣＩＥ 的大小［２０］。 大量实证研究结果也证

实了错误信息 ＣＩＥ 的存在， 即尽管社交用户群体相

信、 理解并记得更正信息， 但他们对事件的最终判

断以及其他社交行为仍然受最初错误信息（即初始

谣言）的影响且辟谣信息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 研

究者通常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探究影响错误信息

ＣＩＥ 的可能因素， 其中客观方面包括信息源、 错误

信息明确性和错误信息更正方式［２１－２２］， 主观方面包

括认知偏好、 初始态度和个体差异等因素［２３］。

１􀆰 ３　 研究评述

学界对于辟谣信息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其中无

论是由谣言引发的逆火效应还是错误信息持续影响

效应都已被广泛提及。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发现，

尽管辟谣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 但是也有学

者担心辟谣是一柄双刃剑， 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

“逆火效应” 的产生。 因此笔者认为， 由于用户心

理的测度充满了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对于社交媒体

辟谣影响的效果和持续性， 还应展开进一步的探

索， 倾向于不将 “辟谣” 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

去讨论， 需是进行更加细化的研究， 将辟谣作为一

个静态信息和动态过程相结合的行为， 进一步将其

解构， 厘清哪些关键要素在改善用户心理影响方面

扮演持续和重要的角色。 此外， 错误信息 ＣＩＥ 可以

被看作一种伴随着社交媒体而日益突出的现象， 然

而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具体平台场景的关照， 因此，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为主要情境， 通过解构的方式讨

论辟谣信息对 ＣＩＥ 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２　 理论基础与模型假设

２􀆰 １　 知识修正理论

知识修正理论已被广泛证实是错误信息持续影

响效应的解释理论之一。 Ｒｉｃｈ Ｐ Ｒ 等［２４］ 在研究中

提出了知识修正的理论框架， 包含编码、 被动激活、

协同激活、 整合和竞争激活 ５ 个原则。 编码原则指

一旦用户接触信息， 内容无论正确与否都会首先被

记忆编码； 被动激活强调， 用户记忆的激活是被动

的过程， 与激活的信息内容没有直接关系； 协同激

活则是编码原则和被动激活的产物， 它是新信息

（正确信息）与之前获得的信息（错误信息）相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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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方式； 整合原则是知识修正的基础， 随着新获

得的正确信息数量的不断增加， 新信息将开始主导

整个信息网络； 最后， 更正信息的激活与之前错误

信息的激活相互竞争， 从而获得最终的输出（竞争

激活）。 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知识修正理论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随后， 学者们对知识修正理论内容进行丰富，

Ｒｉｃｈ Ｐ Ｒ 等［２５］重点验证反馈信任在信息更正中的

作用。 在此理论基础上， 有研究者认为， 知识修正

理论即可解释这一影响作用［２６］： 反馈信任可能会

影响该理论中的整合过程。 Ｋｅｎｄｅｏｕ Ｐ 等［２７］的研究

结果表明， 更正过程中的因果解释对知识修正过程

起到支持作用， 进而可以消除错误信息对竞争激活

结果所产生的负向作用。 虽然知识修正理论的初次

构建是 Ｋｅｎｄｅｏｕ Ｐ 等基于知识的更正过程提出的，

但该理论经过了研究者们在信息学领域的推广， 且

该理论对错误信息的更正也同样是建立在对信息的

理解基础之上的。 因此知识修正理论不仅适用于对

社交媒体用户的错误信息更正研究， 其具体步骤还

可充分解释错误信息更正的内在过程。 但该理论的

运用也需要更多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讨论和验证在

不同场景下不同因素对信息整合与竞争激活效果的

具体影响。

２􀆰 ２　 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影响因素

２􀆰 ２􀆰 １　 信息维度

１） 错误信息的形式： 在 Ｒｉｃｈ Ｐ Ｒ 等［２８］ 的研究

中， 探讨了内隐和外显错误信息的持续影响效应。

实验采用由多条信息构成的新闻报道作为材料， 通

过分别变化报道中某一条信息的内容的外显和内隐

条件， 比较两种条件对持续影响效应的影响。 但由

于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辟谣信息很难涉及对事件内隐

和外显信息的具体解释， 所以该因素并不适用于对

辟谣信息作用的研究。

２） 错误信息的载体： 目前， 只有少数研究关

注了错误信息的不同载体对持续影响效应的影响。

Ｘｕ Ｙ 等［２９］比较了印刷文本和手机阅读对持续影响

效应的影响。 经试验分析表明， 阅读形式对结果产

生了显著影响： 纸质阅读组的推理分数显著低于手

机阅读组， 即纸质阅读具有较低的错误信息持续影

响效应。 因此， 对于不同载体下错误信息 ＣＩＥ 的研

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和探索。 鉴于本研究的主要焦点

是社交媒体平台下的辟谣信息， 且其载体已经确定，

因此本研究不再进行进一步讨论。

３） 错误信息的重复频次： 在持续影响效应的

研究中， 为了增加信息的熟悉度， 研究者通常通过

重复出现错误信息来达到目的。 研究表明， 当个体

反复接触某一错误信息时， 可能会增加对该错误信

息的熟悉度， 从而导致将错误信息误认为正确信息

的可能性增加［３０］。 在 Ｆａｚｉｏ Ｌ Ｋ 等［３１］的研究中， 一

半的信息重复出现两次， 包括兴趣评定和真假性评

定， 而另一半信息仅在真假性评定中出现一次。 研

究发现， 即使人们明确知道某些信息是错误的， 重

复出现仍会增加人们对其准确性的感知。 Ｓｗｉｒｅ Ｂ

等［３２］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通过控制信息重复

出现的次数来操纵信息的熟悉度， 且每条原始信息

后面都有一个简单的更正、 一个详细的更正和两个

推理问题。 在最初的评估和随后的更正中， 都会重

复出现原始的错误信息。 结果表明， 信息的熟悉度

是 ＣＩＥ 的主要驱动因素。

４） 辟谣信息来源： Ｗａｌｔｅｒ Ｎ 等［３３］ 指出， 传播

者的可信度可能对错误信息的更正产生积极作用。

Ｇｕｉｌｌｏｒｙ Ｊ Ｊ 等［３４］ 的研究调查了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是否能够影响错误信息的更正。 该研究首先要求受

试者阅读一篇关于一位政治家竞选的 “报道”， 其

中包含一个负面的错误信息。 结果表明， 在回答推

理问题时， 与低可信度的更正来源（如政治博主）相

比， 在高可信度来源（如政府报告）的更正条件下，

受试者对原始错误信息的利用显著减少。 类似的，

Ｐｌｕｖｉａｎｏ Ｓ 等［３５］研究了与疫苗相关的错误信息的更

正。 研究结果表明， 当辟谣信息来自高可信度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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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时， 能够有效降低网络用户对错误信息的持续影

响效应。 这表明信息的来源对于社交媒体用户的判

断和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 不同来源之间的差异可

能导致个体产生不同的反应。

５） 辟谣响应时长： 研究表明， 辟谣信息发布的

时效对于消除谣言的持续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影响。

辟谣主体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布应对信息，

以迅速削弱谣言的影响力和消除不确定性。 在新冠

肺炎疫情大规模网络谣言辟谣过程中， 辟谣主体反

应迅速。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 等［３６］ 基于风险管理理论

和应急通信理论， 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交媒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法， 它可以加强官方与公众之

间的沟通， 便于官方第一时间发布准确的突发事件

信息， 并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传达风险。 向公众传

达风险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社交媒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具有巨大

的潜力， 可以增强应急管理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信

心。 因此可以作出假设， 辟谣响应时长可以对网络

谣言持续影响效应产生影响。

６） 辟谣信息详尽程度： Ｌｉ Ｚ Ｍ 等［３７］学者指出，

如果辟谣信息中包含数据， 辟谣机构必须关注数据

与辟谣文本之间的相关性，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接收

者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理解文本。 此外， 该团队还

论述了辟谣信息的呈现方式、 文本结构和文字内容。

当谣言信息内容相对复杂时， 可以通过附上相关的

视频作为证据来进行驳斥。 使用视频来还原真相或

证明网络谣言的缺陷， 可以使辟谣信息更具说服力

和可信度。 由此不难看出， 辟谣信息的内容越丰富、

对真相的还原越详尽， 越能够支持辟谣对象对真实

情况信息的理解与整合。

２􀆰 ２􀆰 ２　 个体维度

１） 个体动机（定向推理动机）： 从信息接受者

的角度来看， 错误信息难以得到更正的原因之一可

能是更正信息与个体现有态度产生冲突。 具体而言，

个体先前的信念或态度可能会导致他们更倾向于选

择性地接受与自己先前信念或态度相符的信息， 而

忽略那些与之相矛盾的信息， 这种现象称为定向推

理动机［３８］。 Ｆｌｙｎｎ Ｄ Ｊ 等［３９］研究发现， 人们在判断

信息真实性时受到定向推理动机的影响， 他们更倾

向于相信与他们先前拥有的知识相符的信息以及他

们本身想要相信的信息。 这表明个体先前的信念或

态度可能会影响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加工动机， 信息

接受者会根据自身的内在动机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

某些信息。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等［４０］ 研究发现， 对与战

争相关的谣言信息， 在不同国家的受试者中存在不

同的加工动机， 导致辟谣效果的差异。 Ｎｙｈａｎ Ｂ

等［４１］研究发现， 当更正信息与受试者原有的态度

相一致时， 更正信息更容易被接受和记忆， 而当更

正信息与受试者原有的态度相矛盾时， 更正信息则

更容易被忽略或反感。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先前的

态度可以对信息加工和更正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Ｃｈａｎ Ｍ Ｓ 等［４２］的元分析发现， 当受试者存在支持错

误信息的理由时， 很难在以后改变他们最初的态度

和信念， 这可能导致错误信息的 ＣＩＥ 更强烈。

２） 用户对辟谣信息内容的认知能力： 当前，

已经有研究证实了用户对辟谣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

力对于辟谣效果的影响。 但是， 将个体认知能力与

ＣＩＥ 改善联合起来进行讨论的文献还比较少。 Ｋｅｅｒｓ⁃

ｍａｅｃｋｅｒ Ｊ Ｄ 等［４３］ 探讨了个体认知能力与错误信息

更正过程的关系， 发现高认知能力的受试者更容易

接受并记住更正信息， 而且更容易将更正信息与先

前的错误信息区分开来。 结果发现， 与认知能力较

强的个体相比， 认知能力水平较低的个体对更正信

息的反应较弱， 初次接触的错误信息对他们的态度

有持续的影响。 这表明， 个体的认知能力可以影响

其在错误信息更正过程中的表现和效果。 Ｂｒｙｄｇｅｓ

Ｃ Ｒ 等［４４］的研究同样考察了个体认知能力对 ＣＩＥ 的

预测。 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者通过工作记忆任务和

短时记忆任务来衡量个体的认知能力， 探讨了个体

认知能力与错误信息更正过程的关系。 结果发现，

仅工作记忆在 ＣＩＥ 中起到重要作用， 低工作记忆能

力是持续依赖错误信息的一个 “风险因素”。 这表

明， 个体的工作记忆能力可以影响其在错误信息更

正过程中的表现和效果。 此外， 研究还发现， 刷新

能力涉及排除旧信息与整合新信息的过程［４５］， 抑

制控制能力涉及抑制干扰信息的能力［４６］， 这些能

力都可能与错误信息的更正过程存在相关性。 未来

的研究可以更加系统地考察个体差异对 ＣＩＥ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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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更加有效和针对性的改善策略。

３） 个体自信水平（个体对辟谣信息固执程度）：

个体的自信程度和自我肯定等因素也可以影响 ＣＩＥ

的效果。 Ｂｕｔｌｅｒ Ａ Ｃ 等［４７］考察了个体的自信水平在

更正中的作用。 受试者被要求回答有关科学的一般

知识问题， 并评估他们对每一个反映的信心。 结果

发现， 当受试者最初对错误的自信评估较高时， 反

而更加容易校正。 而这一过度校正效应可能是由于

当受试者能够准确记住在初始测试中产生的错误

时， 可能会促进错误更正。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Ｄ 等［４８］ 的研

究发现， 自我肯定程度可以影响错误信息的更正效

果。 具体而言， 当个体的自我肯定程度较高时， 更

容易接受和记住更正信息， 从而导致更正效果更好。

为进一步探究辟谣信息与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

应的内在联系， 根据上文整理的影响因素， 以知识

修正理论模型为基础， 将目标问题分为 “协同激活”

“整合” “竞争激活” ３ 部分， 提出假设问题如下

（对应的假设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１） 协同激活

Ｈ１： 辟谣信息的接收频次对协同激活效果起

到积极影响作用；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Ｈ２： 辟谣响应速度（初始辟谣信息对谣言信息

的响应速度）对协同激活效果起到积极作用； （Ｒｅｆ⁃

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ｅｄ）

２） 整合

Ｈ３： 个体对初始信息（谣言）的自信水平对整合

效果起到积极作用；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Ｈ４： 辟谣信息详尽程度对整合效果起积极作

用；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Ｌｅｖｅｌ）

３） 竞争激活

Ｈ５： 辟谣信息来源显著影响竞争激活效果；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６： 定向推理动机对竞争激活效果起到消极

作用；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７： 用户个体的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对竞争

激活效果的正向作用； （用户对辟谣信息内容的认

知能力）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图 ２　 基于知识修正理论的辟谣信息对 ＣＩＥ 作用预模型图

Ｆｉｇ􀆰 ２　 Ｐｒｅ－ｍｏｄｅ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ｕｍｏｕｒ－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Ｉ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３　 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

３􀆰 １　 研究设计与量表构建

依据前文构建的初步模型， 本研究通过用户调

查的方法对上述 ７ 个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为了

确保调查的科学性， 研究采用结构化问卷的方式进

行调查。 问卷的第一部分收集了此次调研参与者的

人口统计信息， 第二部分则对所提出的预模型进行

检验， 问卷中的题目使用了 Ｌｉｋｅｒｔ 五级量表， 选项

答案从“非常不同意”（１ 分）到“非常同意”（５ 分）。

问卷中所有的题设均来自文献， 且利用了已经通过

测试的心理计量方法。 在大量参考前人影响因素研

究的基础上， 依据社交媒体活跃用户的主要特点，

设计了测量量表， 并在此基础上细化了问卷的题

项。 在初始的预实验测试中， 选取信息资源管理专

业的 ２５ 名研究生填写问卷， 结果显示问卷的测量

特征良好。 此外， 调查还收集了被测试者的定性回

答， 以此作为进一步改善量表的依据。 具体问卷项

目的细节与对应建构的文献来源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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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测量项目

Ｔａｂ􀆰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

建　 　 构 指　 　 　 标 参考来源

辟谣信息接收频次

（ＲＲＦ）
ＲＲＦ１： 在关注网络谣言之后我看到的辟谣信息很多

ＲＲＦ２： 在此期间我曾多次接收到辟谣信息

Ｓｉｌｌｓ Ｊ 等［３０］ 、 Ｆａｚｉｏ Ｌ Ｋ 等［３１］

结论作出原创性假设

辟谣响应速度

（ＲＲＳ）
ＲＲＳ１： 在看到网络谣言之后我很久才会看到对应的辟谣信息

ＲＲＳ２： 在此期间我认为辟谣信息往往发布得很慢
Ｊｕｌｉｅ Ｂａｒｎｅｔｔ 等

辟谣信息内容认知

能力（ＲＣＡ）

ＲＣＡ１： 我对辟谣信息的理解很透彻

ＲＣＡ２： 我可以很快地掌握辟谣信息的内容

ＲＣＡ３： 我能够很准确地把握辟谣信息的重点

Ｋｅｅｒｓｍａｅｃｋｅｒ Ｊ Ｄ 等［４３］ ，
Ｂｒｙｄｇｅｓ Ｃ Ｒ 等［４４］

个体自信水平

（ＩＣＬ）

ＩＣＬ１： 我可以很清晰地回忆起之前看到的谣言信息

ＩＣＬ２： 如果初始的网络谣言信息内容与我的认知相符， 我会对

自己的认知水平更加自信

ＩＣＬ３： 在网络谣言的真实性得到证实前， 我会认同初始谣言的

内容

Ｂｕｔｌｅｒ Ａ Ｃ 等［４７］ ，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Ｄ 等［４８］

定向推理动机

（ＤＭＲ）

ＤＭＲ１： 我经常对谣言信息的真实性不抱有怀疑
ＤＭＲ２： 相比于网络谣言本身， 我觉得辟谣信息更不可信
ＤＭＲ３： 只要辟谣信息与我自身的认知相悖， 我就会对其真实
性表示否定
ＤＭＲ４： 在谣言信息出现之前， 我就对谣言信息所阐述的事实
有过预测并认同。 （该题项未通过预实验测试， 已删除）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Ｄ 等［４８］ ，
Ｃｈａｎ 等［４９］

辟谣信息详尽程度

（ＲＤＬ）

ＲＤＬ１： 在这段时间， 我看到的辟谣信息的内容很详细

ＲＤＬ２： 辟谣信息内容细节越多， 我就越会觉得可信

ＲＤＬ３： 我通常对过于简短且内容交代不明的辟谣信息表示怀疑

Ｌｉ 等［］

辟谣信息来源

（ＲＳ）

ＲＳ１： 在这段时间， 我接收到的辟谣信息的发布机构具备很高

的权威性

ＲＳ２： 这些辟谣信息发布机构的权威性远远高于网络谣言呈现

平台的权威性

ＲＳ３： 这些辟谣信息的发布方让我对辟谣信息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Ｗａｌｔｅｒ Ｎ 等［３３］

协同激活

（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ＣＴＩ１： 在这段时间， 我通常会把辟谣信息与之前的网络
谣言构建联系
ＣＯ－ＡＣＴＩ２： 在这段时间， 我能回想起来针对谣言信息的辟谣
信息有很多
ＣＯ－ＡＣＴＩ３： 在这段时间， 这种对立关系很多
ＣＯ－ＡＣＴＩ４： 我倾向于把多种辟谣信息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之前
的网络谣言建立联系
ＣＯ－ＡＣＴＩ５： 在这段期间， 这种对立关系很强。 （该题项未通过
预实验测试， 已删除）

Ｋｅｎｄｅｏｕ Ｐ 等［２７］

整合效果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１： 在此期间我接收并内化的辟谣信息越来越多

ＩＮＴＥＧＲ２： 随着我接收并内化的辟谣信息逐步积累， 它们在我

心中的地位也逐步提升

ＩＮＴＥＧＲ３： 最终这些辟谣信息在我心中的地位高于网络谣言的

地位

Ｋｅｎｄｅｏｕ Ｐ 等［２７］

竞争激活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１： 在经过对初始谣言信息和辟谣信息的 “思想斗

争”， 我更确信辟谣信息的真实性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２： 我认为辟谣信息对我对于整个事件的认识是有

积极意义的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３： 通过此次事件， 我已经彻底摒弃了对初始网络

谣言信息内容的认同

Ｋｅｎｄｅｏｕ Ｐ 等［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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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用分组实验的方式（分组后受试者的

问题表达形式有所差异但所考查的内容相同）。 首

先进行预实验， 为了检验并保证本研究问卷的信效

度， 在形成初始问卷后， 进行了第一轮预测试， 发

放电子问卷 ２０ 份， 并记录问卷填答时间。 平均填

答 １ 份电子问卷的时长分别是 ５～ １１ 分钟， 题量不

会给被试者造成过大压力。 根据填答反馈， 对个别

题项调整后进行第二轮预测试， 测试环节同上。 通

过两轮预测试， 发现问卷信效度高于标准值， 再进

行问卷正式发放， 精准记录样本的性别、 年龄、 受

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 首先， 对受试者进行认知能

力测试（主要基于对谣言信息的辨识能力的基本测

试， 记录测试所得分值）， 根据所得分值进行分组；

其次， 将分组后的样本， 以 “长春市疫情解封后再

静默” （已确定为谣言， 并在实际中已得到证实）为

实例， 通过问卷进行回溯调查， 询问他们在接触网

络谣言信息期间对辟谣信息的看法和态度。 为了确

保问卷调查过程的完整性， 启用防止用户重做问卷

的 ＩＰ 限制机制， 使得参与者只有 １ 次参与调查的机

会。 需要注意的是， 测量项目的设计是为了针对每

个参与者打乱题序， 以防止偏见效应对研究结果产

生的偏误性影响； 最后， 回收问卷， 利用 Ｓｍａｒｔ ＰＬＳ

结构方程模型软件进行分析， 得出数据结论。

３􀆰 ２　 样本及其结构

该研究探究了这些因素与知识修正理论对社交

媒体平台用户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影响。 为了

保证被试者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在微博、 知乎、 贴

吧等典型社交媒体平台上招募志愿者。 通过在这些

网站上发布调查链接， 要求那些经历过接触地方疫

情防控谣言的人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询问在接触辟

谣信息前后的态度。

数据采集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进行， 历时两个月。 网

络调研共收到 ３４３ 份回复， 剔除无效回复 ２３ 份， 共

计 ３２０ 份有效回复。 样本结构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知， ５５􀆰 ３％的受访者为男性， ４４􀆰 ７％

为女性。 此外， ６３􀆰 ５％的受访者年龄在 ２１ ～ ５０ 岁

之间， ５９􀆰 ７％的受访者至少是大学本科学历， 其中

１６􀆰 ９％的受访者的最高学历为硕士， ５􀆰 ９％的受访

者拥有博士研究生或同等学历。 受访者在性别、 年

表 ２　 样本结构分布

Ｔａｂ􀆰 ２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基本信息 类　 　 别 频数
百分比

（％）

性　 别
男 １７７ ５５􀆰 ３

女 １４３ ４４􀆰 ７

年　 龄

≤２０ 岁 ３５ １０􀆰 ９

２１～３０ 岁 ７９ ２４􀆰 ７

３１～４０ 岁 ７１ ２２􀆰 ２

４１～５０ 岁 ５３ １６􀆰 ６

５１～６０ 岁 ４３ １３􀆰 ４

＞６０ 岁 ３９ １２􀆰 ２

受教育

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８２ ２５􀆰 ６

大学专科 ４７ １４􀆰 ７

大学本科 １１８ ３６􀆰 ９

硕士研究生或同等学历 ５４ １６􀆰 ９

博士研究生或同等学历 １９ ５􀆰 ９

龄、 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分布相对符合当下中国网

络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分布情况［４９］。 受访者群体

的多样性得到保证， 研究结果不会受到特殊人群或

特殊意愿集合的偏误性影响。
图 ３ 显示了有关调查对象的协同激活（ Ｃ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整合效果（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竞争

激活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的分布情况。
从核密度估计结果看， ３ 个指标的对象分布情况大

致相同， 且将近 ４０％的调查对象对知识修正过程

中各阶段的效果在得分 “４” 的附近分布。 这一分

布现象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知识修正理论中各

阶段指标的一致性， 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 ３２０
名调查对象在接收辟谣信息后对原有错误信息的修

正效果是较为良好的。

图 ３　 知识修正步骤的核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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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数据分析工具

对于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

型（ＳＥＭ）， 符合本研究在验证潜变量方面的性质。
结构方程模型的主要优点之一， 是研究者可以用它

来同时评估模型的两个方面： 测量模型， 即建构和

测量之间的关系； 以及路径模型， 即建构之间的关

系， 以检验理论关系［５０］。 此外， 采用偏最小二乘

法（ ＰＬＳ）， 这是一种基于因子的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方法。 由于本研究是在原有的知识修正理

论模型基础上展开的， 而 ＰＬＳ 可以对原有模型的

假设性扩展起到支持性作用［５１］， 适于形成性模型，
适用于对初始理论模型建立潜变量的工作［５２－５３］。
因此选用 Ｓｍａｒｔ ＰＬＳ 作为数据分析的软件工具［５４］。

４　 结果与分析

４􀆰 １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模型， 采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等［５５］ 提

出的 “两步模型法”， 首先进行卡方检验， 以评估

建构对估计协方差的合理性。 只有当卡方检验的数

值结果为正， 假设模型才可被进一步分析、 考虑。
对协同激活效果 （ Ｃ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整合效果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竞争激活效果（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３ 个变量分别进行卡方检验， 如表

３～表 ５。 结果显示， 所有建构的题项的 Ｘ２ 值都低

于 α 的临界值 ０􀆰 ０５， 说明零假设被拒绝（未出现显

著的协方差）， 因此， 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以验证

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

表 ３　 有关协同激活效果（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卡方检验

Ｔａｂ􀆰 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因变量 卡方检验 ＲＲＦ１ ＲＲＦ２ ＲＲＳ１ ＲＲＳ２

ＣＯ－ＡＣＴ１
Ｘ２ ５５６􀆰 ２８９ ４６９􀆰 ６４７ ３５４􀆰 ４９９ ３８９􀆰 ０８９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Ｏ－ＡＣＴ２
Ｘ２ ４３３􀆰 ２６１ ２９１􀆰 ４４３ ３２２􀆰 ８０７ ２９８􀆰 ３８０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Ｏ－ＡＣＴ３
Ｘ２ ４２５􀆰 ５６７ ４７６􀆰 １８３ ３２４􀆰 ７２０ ３４７􀆰 ２７０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Ｏ－ＡＣＴ４
Ｘ２ ４５０􀆰 １８９ ３６１􀆰 ２４４ ３５５􀆰 １２８ ３２７􀆰 ２７９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 ４　 有关整合效果（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的卡方检验

Ｔａｂ􀆰 ４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因变量 卡方检验 ＩＣＬ１ ＩＣＬ２ ＩＣＬ３ ＲＤＬ１ ＲＤＬ２ ＲＤＬ３

ＩＮＴＥＧＲ１
Ｘ２ ３４３􀆰 ７３７ ４５６􀆰 １７７ ２９３􀆰 ０６４ ４０１􀆰 １５６ ２９６􀆰 ６５７ ３３７􀆰 ３２１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ＩＮＴＥＧＲ２
Ｘ２ ３７５􀆰 ２７８ ３１２􀆰 １８６ ３５６􀆰 ６４５ ３５８􀆰 ７５１ ４２７􀆰 １１３ ３９４􀆰 ３１９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ＩＮＴＥＧＲ３
Ｘ２ ５６７􀆰 ６８０ ６１１􀆰 ４７８ ４９１􀆰 ７６４ ４４２􀆰 ２０８ ６２４􀆰 ５５６ ４１９􀆰 ６６０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 ５　 有关竞争激活效果（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卡方检验

Ｔａｂ􀆰 ５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因变量
卡方

检验
ＲＳ１ ＲＳ２ ＲＳ３ ＤＭＲ１ ＤＭＲ２ ＤＭＲ３ ＲＣＡ１ ＲＣＡ２ ＲＣＡ３

ＣＯＭＰ－
ＡＣＴＩ１

Ｘ２ ３６０􀆰 １３５ ４４９􀆰 ７５５ ３９８􀆰 ２２７ ５４０􀆰 ９０７ ３０４􀆰 ８４８ ３２０􀆰 ０５６ ２３０􀆰 ６５１ ３１７􀆰 １７５ ３０３􀆰 ９６５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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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续）

因变量
卡方

检验
ＲＳ１ ＲＳ２ ＲＳ３ ＤＭＲ１ ＤＭＲ２ ＤＭＲ３ ＲＣＡ１ ＲＣＡ２ ＲＣＡ３

ＣＯＭＰ－
ＡＣＴＩ２

Ｘ２ ３６２􀆰 ２５１ ３３２􀆰 ４６２ ３３９􀆰 ６２６ ３８１􀆰 ９８０ ３９６􀆰 １７９ ３２６􀆰 ３２１ ３０４􀆰 ９７３ ３０１􀆰 ４３５ ２８４􀆰 ８７５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ＯＭＰ－
ＡＣＴＩ３

Ｘ２ ４６１􀆰 ６４０ ４０６􀆰 ８３９ ２５０􀆰 ０２７ ３０２􀆰 ５８０ ３６４􀆰 ４８４ ４６３􀆰 ９５０ ３０９􀆰 ２１６ ３９１􀆰 ８９６ ３０２􀆰 ９７２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２　 心理测量学特性

本研究对辟谣信息内容认知能力（ＲＣＡ）、 个

体自信水平（ＩＣＬ）、 定向推理动机（ＤＭＲ）等因素对

知识修正理论中的协同激活（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整合（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和竞争激活（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影响情况作出了假设， 而这些激活

和整合的过程又可能反过来影响社交媒体平台用户

的个人因素。 因此， 除了辟谣信息接收频次（ＲＲＦ）、

辟谣响应速度（ＲＲＳ）、 辟谣信息详尽程度（ＲＤＬ）、

辟谣信息来源（ＲＳ）这 ４ 个不受知识修正过程影响

的客观性建构， 针对剩余的 ３ 个反应性建构（潜变

量）， 利用 ＰＬＳ－ＳＥＭ 测量模型算法， 对各建构测

量指标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以及它们的组合信度

进行检验。

以 Ｓｔｒａｕｂ Ｄ 等［５６］ 的 ＩＳ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作为

基础， 进一步以Ｕｒｂａｃｈ Ｎ 等［５７］提出的偏最小二乘法

在信息研究领域的应用准则为参考， 对测量模型的

信效度进行检验。 将所得的调查数据导入 ＳＰＳＳ２７ 进

行信效度分析， 每个建构的信效度及平均方差提取

值如表 ６ 所示。 可见， 测试模型达到了高级研究阶

段组合信度的阈值， 表明该模型所有建构均有很高

的信度， 且根据表 ６ 显示的 ＡＶＥ 值， 假设模型的

所有建构得分均远高于 ０􀆰 ５０， 显示了高聚合效度。

表 ６　 知识修正理论量表信度与聚合效度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ｃａｌｅ

变　 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

ＣＯ－ＡＣＴＩ ０􀆰 ９１８ ０􀆰 ９４３ ０􀆰 ８０４

ＩＮＴＥＧＲ ０􀆰 ８９２ ０􀆰 ９３３ ０􀆰 ８２３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 ０􀆰 ８９１ ０􀆰 ９３２ ０􀆰 ８２１

ＤＭＲ ０􀆰 ９０９ ０􀆰 ９４３ ０􀆰 ８４７

ＩＣＬ ０􀆰 ９５７ ０􀆰 ９７２ ０􀆰 ９２１

ＲＣＡ ０􀆰 ８８７ ０􀆰 ９３ ０􀆰 ８１６

ＲＤＬ ０􀆰 ９０７ ０􀆰 ９４２ ０􀆰 ８４４

ＲＲＦ ０􀆰 ８９２ ０􀆰 ９４９ ０􀆰 ９０３

ＲＲＳ ０􀆰 ９２２ ０􀆰 ９６３ ０􀆰 ９２８

ＲＳ ０􀆰 ９２１ ０􀆰 ９５ ０􀆰 ８６３

此外， 对模型的区分效度（ＤＶ）做测试， 结果

如表 ７ 所示。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 每个潜变量与自

身相关时， 其 ＡＶＥ 的绝对值应大于和其他建构的

相关水平。 从表 ７ 可以看出， 每个建构与自身相关

时， 其 ＡＶＥ 值的绝对值均大于与其他建构的水平。

例如， 协同激活效果的 ＡＶＥ 绝对值为 ０􀆰 ９７０， 高

于其与其他建构的交叉值。 项目交叉载荷也是衡量

区分效度的一种方法， 如表 ８ 所示， 每个建构的项

目交叉载荷均达到标准， 因此区分效度达标。

表 ７　 知识修正理论量表区分效度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ｃａｌｅ

建　 构 ＣＯ－ＡＣＴＩ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ＯＭＰ－
ＡＣＴＩ

ＤＭＲ ＩＣＬ ＲＣＡ ＲＤＬ ＲＲＦ ＲＲＳ ＲＳ

ＣＯ－ＡＣＴＩ ０􀆰 ９７０

ＩＮＴＥＧＲ ０􀆰 ９２６ ０􀆰 ９４９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 ０􀆰 ９３８ ０􀆰 ９０８ ０􀆰 ９５０

ＤＭＲ －０􀆰 ９３８ －０􀆰 ９０７ －０􀆰 ９３５ ０􀆰 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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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续）

建　 构 ＣＯ－ＡＣＴＩ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ＯＭＰ－
ＡＣＴＩ

ＤＭＲ ＩＣＬ ＲＣＡ ＲＤＬ ＲＲＦ ＲＲＳ ＲＳ

ＩＣＬ ０􀆰 ９２３ ０􀆰 ９０１ ０􀆰 ９３１ －０􀆰 ９４１ ０􀆰 ９８０

ＲＣＡ ０􀆰 ９１４ ０􀆰 ８９８ ０􀆰 ９２０ －０􀆰 ９５２ ０􀆰 ９７８ ０􀆰 ９８７

ＲＤＬ ０􀆰 ９０９ ０􀆰 ８８２ ０􀆰 ９１３ －０􀆰 ９３６ ０􀆰 ９７３ ０􀆰 ９５９ ０􀆰 ９７４

ＲＲＦ ０􀆰 ９０７ ０􀆰 ８７５ ０􀆰 ８９３ －０􀆰 ９３１ ０􀆰 ９６０ ０􀆰 ９３６ ０􀆰 ９３４ ０􀆰 ９７０

ＲＲＳ ０􀆰 ８９８ ０􀆰 ８５１ ０􀆰 ８６４ －０􀆰 ９１３ ０􀆰 ９４５ ０􀆰 ８９９ ０􀆰 ９２５ ０􀆰 ９３０ ０􀆰 ９５７

ＲＳ ０􀆰 ８４１ ０􀆰 ８４８ ０􀆰 ８５１ －０􀆰 ８９０ ０􀆰 ８７８ ０􀆰 ８７５ ０􀆰 ８５３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０ ０􀆰 ８９２

表 ８　 项目交叉载荷分析
Ｔａｂ􀆰 ８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ｒｏｓｓ－ｌｏａ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建　 构 ＣＯ－ＡＣＴＩ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ＯＭＰ－
ＡＣＴＩ

ＤＭＲ ＩＣＬ ＲＣＡ ＲＤＬ ＲＲＦ ＲＲＳ ＲＳ

ＣＯ－ＡＣＴＩ１ ０􀆰 ９２３ ０􀆰 ７８０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６ ０􀆰 ７４３ ０􀆰 ６７５ ０􀆰 ７７０ ０􀆰 ６０６ ０􀆰 ６２６ ０􀆰 ７５１

ＣＯ－ＡＣＴＩ２ ０􀆰 ８４６ ０􀆰 ７２１ ０􀆰 ７３６ －０􀆰 ７２２ ０􀆰 ７６８ ０􀆰 ６０６ ０􀆰 ７０６ ０􀆰 ６２３ ０􀆰 ６００ ０􀆰 ７１８

ＣＯ－ＡＣＴＩ３ ０􀆰 ９１９ ０􀆰 ７９３ ０􀆰 ７８２ －０􀆰 ８０７ ０􀆰 ７５０ ０􀆰 ６６７ ０􀆰 ７７４ ０􀆰 ６８１ ０􀆰 ６１８ ０􀆰 ７３３

ＣＯ－ＡＣＴＩ４ ０􀆰 ８９８ ０􀆰 ７８５ ０􀆰 ７７９ －０􀆰 ７９９ ０􀆰 ７７７ ０􀆰 ６５７ ０􀆰 ７８７ ０􀆰 ６７０ ０􀆰 ６０８ ０􀆰 ７４９

ＩＮＴＥＧＲ１ ０􀆰 ７７０ ０􀆰 ８９１ ０􀆰 ７５７ －０􀆰 ７６２ ０􀆰 ７４０ ０􀆰 ７０４ ０􀆰 ７６１ ０􀆰 ７５６ ０􀆰 ６９７ ０􀆰 ７１５

ＩＮＴＥＧＲ２ ０􀆰 ７５８ ０􀆰 ８９５ ０􀆰 ７３６ －０􀆰 ７７１ ０􀆰 ７５０ ０􀆰 ７４０ ０􀆰 ７９３ ０􀆰 ７１９ ０􀆰 ７０２ ０􀆰 ７１１

ＩＮＴＥＧＲ３ ０􀆰 ７１２ ０􀆰 ９３６ ０􀆰 ８１８ －０􀆰 ７１８ ０􀆰 ７１９ ０􀆰 ７５８ ０􀆰 ８３１ ０􀆰 ７８１ ０􀆰 ７５１ ０􀆰 ７８８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１ ０􀆰 ７８６ ０􀆰 ７５８ ０􀆰 ９０１ －０􀆰 ６８５ ０􀆰 ７２４ ０􀆰 ７５３ ０􀆰 ７４０ ０􀆰 ７５２ ０􀆰 ７１４ ０􀆰 ６８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２ ０􀆰 ７７５ ０􀆰 ７７１ ０􀆰 ９１１ －０􀆰 ６８４ ０􀆰 ７２２ ０􀆰 ７５０ ０􀆰 ７４７ ０􀆰 ７５３ ０􀆰 ６８５ ０􀆰 ６７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３ ０􀆰 ７７８ ０􀆰 ７８２ ０􀆰 ９０７ －０􀆰 ６８８ ０􀆰 ７５２ ０􀆰 ７３８ ０􀆰 ７７２ ０􀆰 ７４６ ０􀆰 ７２９ ０􀆰 ６８０

ＤＭＲ１ －０􀆰 ７８７ －０􀆰 ６７６ －０􀆰 ６９５ ０􀆰 ９１１ －０􀆰 ６３７ －０􀆰 ７４６ －０􀆰 ６５７ －０􀆰 ６６２ －０􀆰 ６２６ －０􀆰 ７７０

ＤＭＲ２ －０􀆰 ７９９ －０􀆰 ６９９ －０􀆰 ７０１ ０􀆰 ９２４ －０􀆰 ６５７ －０􀆰 ７６９ －０􀆰 ６９１ －０􀆰 ６６９ －０􀆰 ６４０ －０􀆰 ７６７

ＤＭＲ３ －０􀆰 ８１９ －０􀆰 ７１４ －０􀆰 ７０３ ０􀆰 ９２５ －０􀆰 ６９１ －０􀆰 ７５３ －０􀆰 ７０２ －０􀆰 ６８９ －０􀆰 ６３６ －０􀆰 ７７３

ＩＣＬ１ ０􀆰 ８０６ ０􀆰 ７２６ ０􀆰 ６８５ －０􀆰 ７０７ ０􀆰 ９６５ ０􀆰 ７３４ ０􀆰 ７２４ ０􀆰 ６９７ ０􀆰 ６０６ ０􀆰 ７６３

ＩＣＬ２ ０􀆰 ７９９ ０􀆰 ７３６ ０􀆰 ６９６ －０􀆰 ７０３ ０􀆰 ９７０ ０􀆰 ７２０ ０􀆰 ７２１ ０􀆰 ６７３ ０􀆰 ６１３ ０􀆰 ７６３

ＩＣＬ３ ０􀆰 ７７７ ０􀆰 ７００ ０􀆰 ６６５ －０􀆰 ７８７ ０􀆰 ９４４ ０􀆰 ７３１ ０􀆰 ６９６ ０􀆰 ６４８ ０􀆰 ６０９ ０􀆰 ７３６

ＲＣＡ１ ０􀆰 ６２３ ０􀆰 ６９２ ０􀆰 ６９２ －０􀆰 ６９７ ０􀆰 ６４０ ０􀆰 ８９４ ０􀆰 ６９７ ０􀆰 ６８７ ０􀆰 ７０５ ０􀆰 ６５１

ＲＣＡ２ ０􀆰 ６７９ ０􀆰 ７５３ ０􀆰 ７６６ －０􀆰 ７６６ ０􀆰 ６９７ ０􀆰 ９２０ ０􀆰 ７４３ ０􀆰 ７２５ ０􀆰 ７９２ ０􀆰 ７２８

ＲＣＡ３ ０􀆰 ６６９ ０􀆰 ７４５ ０􀆰 ７７０ －０􀆰 ７５５ ０􀆰 ６９９ ０􀆰 ８９６ ０􀆰 ７３１ ０􀆰 ７４３ ０􀆰 ８００ ０􀆰 ７３５

ＲＤＬ１ ０􀆰 ７９４ ０􀆰 ８１１ ０􀆰 ７７３ －０􀆰 ７９８ ０􀆰 ６８３ ０􀆰 ６４８ ０􀆰 ９２６ ０􀆰 ７４４ ０􀆰 ７４２ ０􀆰 ７３４

ＲＤＬ２ ０􀆰 ７８２ ０􀆰 ８１４ ０􀆰 ７６９ －０􀆰 ７８３ ０􀆰 ６９４ ０􀆰 ６３３ ０􀆰 ９２１ ０􀆰 ７５３ ０􀆰 ７１８ ０􀆰 ７２８

ＲＤＬ３ ０􀆰 ７６６ ０􀆰 ７９４ ０􀆰 ７５１ －０􀆰 ７６４ ０􀆰 ６４６ ０􀆰 ６３４ ０􀆰 ９０９ ０􀆰 ７５０ ０􀆰 ６６２ ０􀆰 ７１４

ＲＲＦ１ ０􀆰 ８３２ ０􀆰 ８０１ ０􀆰 ８００ －０􀆰 ７０５ ０􀆰 ７７６ ０􀆰 ７６７ ０􀆰 ６８８ ０􀆰 ９５１ ０􀆰 ６２７ ０􀆰 ６７５

ＲＲＦ２ ０􀆰 ８１３ ０􀆰 ７８４ ０􀆰 ７８３ －０􀆰 ６９９ ０􀆰 ７５２ ０􀆰 ７５６ ０􀆰 ６６８ ０􀆰 ９４９ ０􀆰 ５７０ ０􀆰 ６６３

ＲＲＳ１ ０􀆰 ７４４ ０􀆰 ７４３ ０􀆰 ７２９ －０􀆰 ６４８ ０􀆰 ６９４ ０􀆰 ６９６ ０􀆰 ６１７ ０􀆰 ６７２ ０􀆰 ９６１ ０􀆰 ６１２

ＲＲＳ２ ０􀆰 ８００ ０􀆰 ７９０ ０􀆰 ７９０ －０􀆰 ６９７ ０􀆰 ７３６ ０􀆰 ６３９ ０􀆰 ６７６ ０􀆰 ６４６ ０􀆰 ９６６ ０􀆰 ６７０

ＲＳ１ ０􀆰 ７６０ ０􀆰 ７４９ ０􀆰 ６９４ －０􀆰 ７７４ ０􀆰 ７１６ ０􀆰 ６１７ ０􀆰 ７３１ ０􀆰 ７３８ ０􀆰 ５９５ ０􀆰 ９２３

ＲＳ２ ０􀆰 ７９５ ０􀆰 ７８５ ０􀆰 ７１８ －０􀆰 ７００ ０􀆰 ７５９ ０􀆰 ６６２ ０􀆰 ７６４ ０􀆰 ７６４ ０􀆰 ６２３ ０􀆰 ９４０

ＲＳ３ ０􀆰 ７４８ ０􀆰 ７４３ ０􀆰 ６８８ －０􀆰 ７６２ ０􀆰 ７０６ ０􀆰 ６０６ ０􀆰 ７１０ ０􀆰 ７４８ ０􀆰 ６１８ ０􀆰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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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计算结果表明， 知识修正理论量表的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信度系数值）为 ０􀆰 ９５２， ＫＭＯ 值（效

度验证）为 ０􀆰 ９２６，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Ｓｉｇ􀆰 ＜０􀆰 ００１）， 说

明问卷数据的信效度良好， 适合做进一步分析。

４􀆰 ３　 模型结构测试

图 ４ 显示了本研究主体部分结构模型的结果、

因变量的路径系数及其 Ｒ２ 值。 路径系数表示模型

中每个建构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本研究使用了拔

靴分析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来评估 ｔ 统计值

的意义。 根据 Ｈａｉｒ 等的建议， 选用了 ５０００ 个样本

作为增广样本数量， 该数量相当于观察数 ３２０。 本

研究的双尾检验的 Ｔ 检验临界值为 １􀆰 ６５０（对于 ｐ≤

０􀆰 １０）、 １􀆰 ９６８（ｐ≤０􀆰 ０５）， 以及 ２􀆰 ５９２（ｐ≤０􀆰 ０１）。

图 ４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表 ９ 为模型内部路径系数和 Ｐ 值， 图 ４ 和表 ９

表示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总作用效果， 包含路

径系数、 样本平均值、 标准差、 Ｔ 统计量、 关联的

显著性以及是否支持假设。 在测试模型中， 作为本

研究初始的内生变量， 协同激活的 Ｒ２ 值为 ０􀆰 ７７０，

整合的 Ｒ２ 值为 ０􀆰 ５７２， 竞争激活的 Ｒ２ 值为 ０􀆰 ７８３，

表明该模型中因变量的拟合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有

假设中的变量关系均在 ０􀆰 ００１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 ７ 个假设全部得到了强有力的统计学意义的支

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 “整合” 与 “竞争激活” 虽

在一定程度上呈正向相关（路径系数为 ０􀆰 １０３， Ｔ

统计值为 ２􀆰 ９５０）， 且已有知识修正理论为该联系

作出理论支撑， 但显然在网络辟谣信息作用的情境

下， 两者的关系仅在 ０􀆰 ００３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看起来非常重要的 “整合” 步骤对最终的 “竞争

激活” 步骤的影响并未像其他变量那样显著。

表 ９　 模型路径系数

Ｔａｂ􀆰 ９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ＥＶ 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Ｈ１： ＲＲＦ→ＣＯ－ＡＣＴＩ ０􀆰 ７１１ ０􀆰 ７１２ ０􀆰 ０１７ ４１􀆰 ３９６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Ｈ２： ＲＲＳ→ＣＯ－ＡＣＴＩ ０􀆰 ３０８ ０􀆰 ３０８ ０􀆰 ０１９ １６􀆰 ０４６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Ｈ３： ＩＣＬ→ＩＮＴＥＧＲ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２６ ６􀆰 １３１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Ｈ４： ＲＤＬ→ＩＮＴＥＧＲ ０􀆰 ５８４ ０􀆰 ５８４ ０􀆰 ０３６ １６􀆰 ２９８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Ｈ５： ＲＳ→ＣＯＭＰ－ＡＣＴＩ ０􀆰 ３０４ ０􀆰 ３０５ ０􀆰 ０２７ １１􀆰 １９０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Ｈ６： ＤＭＲ→ＣＯＭＰ－ＡＣＴＩ －０􀆰 ４６２ －０􀆰 ４６０ ０􀆰 ０４８ ９􀆰 ６４７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Ｈ７： ＲＣ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Ｉ ０􀆰 １４０ ０􀆰 １４１ ０􀆰 ０２６ ５􀆰 ４４１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ＣＯ－ＡＣＴＩ→ＩＮＴＥＧ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３ ０􀆰 ０２８ ９􀆰 ２４４ ０􀆰 ０００ Ｙ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ＣＯＭＰ－ＡＣＴＩ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３５ ２􀆰 ９５０ ０􀆰 ００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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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比较整合效果和其他因素对竞争激活效果的

影响

　 　 由图 ４ 的路径分析结果可知， 与 “整合” 和

“激活效果” 之间的路径系数相比， 本研究所提出

的辟谣信息来源（ＲＳ）、 定向推理动机（ＤＭＲ）和辟

谣信息内容认知能力（ＲＣＡ）这 ３ 个因素对 “竞争

激活” 的路径系数更强。 为验证这一发现， 通过

将 “整合” 与这 ３ 个因素分开测算的方法， 对模

型进行拆分， 结果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 如图 ５ 所

示， 辟谣信息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和辟谣信息内容

认知能力对竞争激活效果 ７７􀆰 ７％的变异负责。 然

而在图 ６ 中， 代表传统知识修正理论的 “整合” 因

素的作用仅仅解释了 “竞争激活” 变异的 ５２􀆰 ２％。
此验证结果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基于知识修正理

论的辟谣信息对 ＣＩＥ 的作用模型， 也表明了这些因

素在网络辟谣信息对用户的知识修正效果中的主导

性影响地位。

图 ５　 辟谣信息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 辟谣信息内容

认知能力对竞争激活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图 ６　 整合对竞争激活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５　 讨　 论

本研究基于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 使用作为

该效应解释理论的知识修正理论， 调查了社交媒体

平台中辟谣信息对辟谣信息更正效果的决定因素。
首先， 本研究的所有假设均得到了统计学支持， 特

别是影响最终修正效果的竞争激活维度。 研究表明，
已受到网络谣言影响的用户在接收到对应的辟谣信

息后， 其 ＣＩＥ 的修正效果是由辟谣信息因素和用户

个体因素共同调节的。 其次， 在用户的被动激活状

态开启后（此处指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在接收到对应

的网络辟谣信息之后）， 修正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均受到辟谣信息因素或用户个体因素的显著影响。
最后， 网络辟谣信息对用户的每一个知识修正步骤

的作用程度都对其下一步骤的效果产生积极影响，
这不仅与之前的知识修正理论一致， 还进一步证实

了知识修正理论对于网络辟谣信息研究领域的适用

性。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究辟谣信

息因素和用户个体因素对用户的知识修正过程的作

用方式和影响程度， 进而为消解社交媒体平台用户

对网络谣言所带来的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提供理

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尽管知识修正理论对于本研究

的价值重大， 但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在如今社交媒

体平台盛行和网络谣言信息层出不穷的情境下， 辟

谣信息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和用户对辟谣信息内容

的认知能力对竞争激活效果即知识修正最终结果的

影响作用强度超过了传统知识修正理论中整合步骤

对最终修正效果的影响程度。 对此应该明确的是，
辟谣信息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和辟谣信息内容认知

能力的概念本就存在于社会公众心理研究范畴， 且

曾被之前的研究提出为影响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

的重要因素， 但这些因素鲜有得到实证方面的验

证， 特别是对 ＣＩＥ 解释理论的验证。 例如， 先前的

研究通过调查提出了动机怀疑论的模型［５８］， 之后

的研究在对该模型作进一步解释时引出了定向推理

动机的概念， 并将其作为政治误解统计研究的解释，
即发现人们在判断信息真伪时受到定向推理动机的

影响， 更倾向于相信与他们已有认知相符的信息，
从而该推理动机所产生的 “思维定式” 存在一定

的可能性干扰最终他们对辟谣信息的信任， 当然，
研究中的定向推理动机指的是倾向于 “错误信息”
的 “思维定式”。 对此， 本研究的结论不仅验证了

Ｆｌｙｎｎ Ｄ Ｊ 等［３９］学者的研究结果， 还进一步将定向

推理动机归为影响知识修正过程中的竞争激活的重

要因素。 例如， Ｋｅｅｒｓｍａｅｃｋｅｒ Ｊ Ｄ 等［４３］ 利用相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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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词汇测试方法来衡量个体对更正信息的认知程

度， 并利用计量学方法进行统计， 其结果表明， 错

误信息的最初影响并不能单纯地被辟谣信息消除，
特别是对于认知能力低下的人群。 这与本研究 “用
户的辟谣信息内容认知能力对竞争激活效果起到正

向作用” 的结论基本一致。 再例如， Ｇｕｉｌｌｏｒｙ Ｊ Ｊ
等［３４］通过实验调查的方法探究了不同来源的辟谣

信息对个体的影响。 在此要进行特别说明， 本研究

在 Ｇｕｉｌｌｏｒｙ Ｊ Ｊ 等［３４］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作出 “辟
谣信息来源与竞争激活效果相关” 而并非 “与其

余的两个步骤相关” 的假设， 是因为考虑到， 网络

用户对于辟谣信息来源可信度的衡量具有很强的主

观性， 也就是说， 网络用户个体由于所在区域的不

同或工作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对辟谣信息来源可靠

程度的定义不同。 并且在最初的预调研中发现， 不

同于其他辟谣信息因素（即辟谣信息响应速度、 接

收频次和内容详尽程度）， “辟谣信息来源” 因素

并未与知识修正过程的前两个步骤产生高相关性，
因此本研究有理由作出推测： “辟谣信息来源” 是

一个很特殊的辟谣信息因素， 可能直接参与知识修

正过程的最终步骤， 即竞争激活效果的影响， 本实

证研究的最终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猜想。
此外， 辟谣信息接收频次和辟谣响应速度这两

个因素以及个体自信水平和辟谣信息详尽程度分别

对协同激活效果和整合效果起正向作用， 这些结论

不仅从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宏观现象上与之前

学者们的研究达成了一致， 还在微观层面将这些因

素与网络辟谣信息对用户知识修正的各个阶段进行

了关联。 因此， 本研究极有可能是首个通过实证方

法来验证与揭示影响网络辟谣信息对用户知识修正

过程和结果因素的研究。

６　 研究结果发现

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对辟谣信息研究领域进行了

理论扩充， 评估了我国社交媒体用户在特定情境下

的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工具中（如微博、 贴吧、 抖音

等）对网络辟谣信息内容接受和认同的情况。 针对

网络用户的辟谣信息内容接受及认同程度的研究结

果， 可以被用来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他情境下网络

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影响作用， 并将这

种作用机制理论化。 此外， 本研究可能是首个调查

辟谣信息对用户持续影响效应具体修正过程的研

究。 通过开发并验证了基于 ＣＩＥ 解释理论的辟谣信

息对知识修正理论作用的拓展模型， 并将辟谣信息

接收频次、 辟谣响应速度、 辟谣信息详尽程度、 个

体自信水平、 辟谣信息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 辟谣

信息内容认知能力这 ７ 个变量作为影响辟谣作用效

果的关键因素进行组合。 在当今社交媒体平台中谣

言信息量与日俱增的情境下， 这些发现可以为用户

对网络辟谣信息的采纳行为贡献决定因素。 本研究

还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拓展， 即传统的知识修正理

论， 虽然被广泛认定为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解

释理论之一， 但它作为基础理论， 现已不足以精准

衡量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心理动态的不确定

性。 此外， 通过研究发现， 网络辟谣信息在用户的

知识修正过程中， 其每一个步骤的效果都会同时受

到用户个人因素（内因）和辟谣信息因素（外因）的
共同影响， 由于当今社交媒体用户群体在对网络信

息的接收普遍存在消极被动的现象， 且网络辟谣信

息具备独特的功能属性和易传播属性， 因此除了用

户自身复杂的认知属性， 社交媒体用户在辟谣信息

调节下的自我知识修正过程也会时刻受到辟谣信息

属性因素的影响。 最后， 本研究与之前的研究结论

一致， 既支持了辟谣信息来源、 定向推理动机和辟

谣信息内容认知能力对更正社交媒体用户错误信息

持续影响效应的主导影响， 又以信息学领域的视角

进一步证实了知识修正理论的科学性， 即用户对辟

谣信息的整合效果仍然是其最终是否信任辟谣信息

的重要预测因素。
本研究为辟谣方在针对社交媒体平台散布的网

络谣言信息的驳斥和澄清工作方面贡献了实际意义。
通过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 社交媒体平台中

的辟谣方应把日常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升其作为 “发
声人” 角色的 “权威性”， 从而增强网络用户对辟

谣方发布辟谣信息的来源识别， 这将会直接作用于

用户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最终的消除。 例如， 辟

谣方增加日常发布权威性消息的频次， 或通过官方

验证来进一步完善其社交媒体账户信息， 这些都可

作为提高其在社交媒体平台角色辨识度的途径， 从

而提升社交媒体用户对辟谣方的信任程度； 辟谣信

息内容认知能力作为竞争激活性效果的主导性影响

—６３１—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影响

ｗｗｗ．ｘｄｑｂ．ｎｅｔ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５



因素之一， 虽然属于社交媒体用户的个人因素， 但

其对于用户认知能力的考评也是相对的， 同一用户

对不同辟谣信息内容表述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性。 对

于辟谣方而言， 需要做的是在保证辟谣信息内容完

整和叙述条理清晰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选用一些简

单易懂的表述方法， 从而降低社交媒体用户由于自

身认知局限导致的对 “辟谣信息内容” 的疑惑程度；
同时， 模型中定向推理动机对竞争激活效果的消极

影响也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 但相对于其他因素，
该因素具有更强烈的主观性。 换言之， 在面对一些

颠覆性的新信息时， 社交媒体用户更倾向于 “捍卫”
自己之前对事物认知的 “推理性成果”。 因此， 如

何削减用户的定向推理动机也正是辟谣工作开展的

难题。 对于特殊时期或具体环境下网络谣言的驳

斥， 要求辟谣方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积累和舆情信

息素养， 辟谣方可以尝试从 “知识渗透” 的角度入

手， 比如有前瞻性、 有针对性地投放一些引导性的

知识， 有效培养社交媒体用户对已有知识的积累，
使其对网络谣言信息具备一定的 “抵抗力”， 从而

从根源上消除定向推理动机的影响。 一些极具权威

性的官方辟谣平台也可以通过对应急通报和政策法

规的强制性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社交媒体用户

消减对网络谣言描述内容的 “错误推理认知”。
此外， 辟谣方在社交媒体平台谣言散布的初始

期， 适当提高辟谣信息发布的频次， 可以促使网络

用户在他们的意识中建立更多的与初始谣言信息相

对立的 “逻辑关联”， 从而增加他们最终相信辟谣

信息内容的概率。 如果辟谣方对辟谣内容的证据类

信息掌握充足， 并且对事件的现象成因或事件始末

阐述得详尽得当， 则会加深社交媒体用户对 “逻
辑关联” 信息的处理和对事实的进一步思考， 甚

至可能促使其产生与其他用户分享探讨的意愿， 进

而大幅提升这些 “逻辑关联” 中辟谣信息（正确信

息）的地位， 为最终的 “思想斗争” 阶段打下基础。
至于社交媒体用户个体对谣言信息的自信水平这一

因素， 虽然它在 “逻辑关联” 整合过程中尤为重

要（个体用户对初始谣言信息的自信可以促使网络

社交平台的用户在面对外界辟谣信息刺激的情况

下， 能够主观能动地加深对 “逻辑关联” 的印象，
并决定了其对正误信息的取舍）， 但这项因素是辟

谣方难以干预的。 个体自信水平的高低不仅与用户

自身的知识水平有关， 也和初始谣言的可信度有关。
辟谣方能做的只有提升辟谣信息对事件内容逻辑阐

释的质量， 以求保证辟谣信息对个体初始自信水平

的 “对抗” 作用， 才能消除用户的错误信息持续

影响效应。

７　 结　 论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 ①将知识修正理论引

入到社交媒体情境中， 尝试将其作为网络用户错误

信息持续理论的解释理论， 并最终得到验证； ②根

据网络辟谣信息对用户的实际作用情况， 利用回溯

性调查的实证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 ③根据回

归检验结果， 给出了相关的决策建议， 以加强后续

辟谣方对谣言的驳斥效果。
尽管本研究的模型结果得到了验证且最终的发

现也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 但仍无法否认的是， 辟

谣信息和用户的个人因素调节可能仅仅是消除社交

媒体用户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一部分。 换言之，
在如今用户信息交互频次激增的社交媒体平台， 被

动接收辟谣信息可能仅仅能够作为用户对谣言信息

进行知识修正的前期阶段。 社交媒体中网络信息的

传播形式既不是单向的又绝不是平面化的， 且现今

网络用户对知识的修正也存在多次重复的可能性以

加深对事实本质的理解， 因此不能将本研究的结果

推广到网络谣言控制的全部阶段。 然而本研究的初

步结果显示， 将定向推理动机、 辟谣信息来源和辟

谣信息认知能力作为影响知识修正最终竞争激活效

果的主导因素具有潜在性的研究价值， 特别是目前

学界对网络用户定向推理动机的具体成因在一定程

度上尚未达成一致， 这些因素甚至将会极大程度地

影响接下来社交媒体用户对辟谣信息的解读评论或

转发的意愿。 例如， 某位强定向推理动机的用户，
对辟谣信息作出了负面评价， 可能会引起更多强辟

谣信息认知能力用户的驳斥，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

加深其他用户对辟谣信息内容的理解。
接下来的研究阶段将着重考量网络用户群体对

谣言定向推理动机成因的探索以及对辟谣信息进行

二次传播的机制研究（其中可能包括， 网络用户对

辟谣信息二次传播的意愿、 强 ＤＭＲ 的关键用户对

其他用户 ＣＩＥ 的影响、 低竞争激活水平的用户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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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驳斥信息时的 ＣＩＥ 等）， 以求更全面、 更细致

地描绘出辟谣信息与社交媒体用户相互作用的图景，
从而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ｈｕ Ｋ，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ｊｅｅ Ａ， Ａｌａｔａｗｉ Ｆ，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ｇｅ ［Ｊ］ ． ＷＩＲＥｓ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２０２０， １０ （６）： ｅ１３８５．

［２］ Ｐａｅｋ Ｈ Ｊ， Ｈｏｖｅ 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Ｒｕｍ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Ｔｅｓｔ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ｅａｆｏｏ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 Ｊ］ ．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２０１９， ３９ （１２）： ２６５３－２６６７．

［３］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Ｅｃｋｅｒ Ｕ Ｋ Ｈ， Ｓｅｉｆｅｒｔ Ｃ Ｍ， ｅｔ ａｌ．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ｂｉａｓ⁃

ｉｎｇ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２０１２， １３

（３）： １０６－１３１．

［４］ Ｐｒａｓａｄ Ｊ．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ｕｍｏｕｒ． Ａ Ｓｔｕｄ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ｆ １９３４ ［Ｊ］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

ｅｒ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３５， ２６ （１）： １－１５．

［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Ｈ Ｍ， Ｓｅｉｆｅｒｔ Ｃ 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ｅｎ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Ｌａｔｅｒ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 ２０ （６）： １４２０．

［６］ 邓建高， 吴灵铭， 齐佳音， 等． 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舆情信息传

播博弈分析 ［Ｊ］ ． 现代情报， ２０２１， ４１ （５）： １３９－１４８．

［７］ 位志广， 宋小康， 朱庆华， 等． 基于随机森林的健康谣言分享

意愿研究 ［Ｊ］ ． 现代情报， ２０２０， ４０ （５）： ７８－８７．

［８］ Ｗａｎｇ Ｂ， Ｚｈｕａｎｇ Ｊ． Ｒｕｍ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Ｕｓ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２０１８， ９３ （３）： １１４５－１１６２．

［９］ Ｚｈａｎｇ Ｙ， Ｓｕ Ｙ， Ｌｉ Ｗ，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ｕｍｏ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 ２０１８， ２９ （８）： １８５００６８．

［１０］ 马宁， 刘怡君． 微博中谣言信息与辟谣信息综合影响力对比

研究 ［Ｊ］ ． 情报资料工作， ２０２０， ４１ （３）： ４１－４８．

［１１］ 王晰巍， 邱程程， 李玥琪，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用户辟谣信

息传播意愿研究 ［Ｊ］ ． 现代情报， ２０２２， ４２ （１）： ８７－９６， １７６．

［１２］ Ｂｏｒｄｉａ Ｐ， ＤｉＦｏｎｚｏ 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４， ６７ （１）： ３３－４９．

［１３］ 陈璐瑶， 王勋， 张振新． 逆火效应： 真相真的越辩越明吗 ［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３－０２－０２， （５） ．

［１４］ 曾关秀， 胡峰， 温志强． 信息个性化干预对网络辟谣效果的

影响研究 ［Ｊ］ ． 情报资料工作， ２０２２， ４３ （１）： ４１－５１．

［１５］ Ｎｙｈａｎ Ｂ， Ｒｅｉｆｌｅｒ Ｊ． Ｗｈｅ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ａｉｌ：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０， ３２ （２）：

３０３－３３０．

［１６］ Ｐｅｔｒｏｖａ Ｐ Ｋ， 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Ｒ Ｂ． Ｆｌ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ｆｉ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ｓ ［ Ｊ］ ． Ｐｅｔｉａ Ｋ． Ｐｅｔｒｏｖａ，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 （３）：

１０１－１０４

［１７］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Ｅｃｋｅｒ Ｕ Ｋ Ｈ， Ｓｅｉｆｅｒｔ Ｃ Ｍ， ｅｔ ａｌ．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ｂｉａｓ⁃

ｉｎｇ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２０１２， １３

（３）： １０６－１３１．

［１８］ Ｌｉ Ｚ， Ｚｈａｎｇ Ｑ， Ｄｕ Ｘ，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Ｒｕｍｏｒ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 Ｊ］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５８ （１）： １０２４２０．

［１９］ Ｗｉｌｋｅｓ Ａ Ｌ， Ｌｅａｔｈｅｒｂａｒｒｏｗ Ｍ．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１９８８， ４０ （２）： ３６１－３８７．

［２０］ Ｅｃｋｅｒ Ｕ Ｋ Ｈ，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Ｓｗｉｒｅ Ｂ，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ｌ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 １８ （３）： ５７０－５７８．

［２１］ 贾丽娜， 魏士琳， 阴晓娟， 等． 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 ［Ｊ］ ． 应用心理学， ２０２１， ２７ （２）： １２０－１３２．

［２２］ 张肖肖． 信息框架和风险感知对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影

响 ［Ｄ］ ． 济南： 济南大学， ２０２２．

［２３］ 张皎霄． 错误信息的持续影响效应 ［Ｄ］ ． 天津： 天津师范大

学， ２０２２．

［２４］ Ｒｉｃｈ Ｐ Ｒ， Ｚａｒａｇｏｚａ Ｍ 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４２ （１）： ６２－７４．

［２５］ Ｒｉｃｈ Ｐ Ｒ， Ｚａｒａｇｏｚａ Ｍ 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４２ （１）： ６２－７４．

［２６］ Ｂａｒｏｎｉ Ｐ． Ｂｅｌｉｅｆ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ｈｄｌ．ｈａｎｄｌｅ．ｎｅｔ ／ １０４００．１３ ／

４９８６， ２０２２．

［２７］ Ｋｅｎｄｅｏｕ Ｐ， Ｗａｌｓｈ Ｅ Ｋ， Ｓｍｉｔｈ Ｅ Ｒ， ｅｔ 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ｓ ［Ｊ］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１１， ５１

（５－６）： ３７４－３９７．

［２８］ Ｒｉｃｈ Ｐ Ｒ， Ｚａｒａｇｏｚａ Ｍ 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４２ （１）： ６２－７４．

［２９］ Ｘｕ Ｙ， Ｗｏｎｇ Ｒ， Ｈｅ Ｓ， ｅｔ ａｌ． Ｉｓ ｉｔ Ｓｍａｒｔ ｔｏ Ｒｅａｄ ｏｎ Ｙｏｕｒ

Ｐｈｏ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

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Ｍｅｍｏｒｙ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４８ （７）： １１１２－１１２７．

—８３１—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ＣＩＥ）的影响

ｗｗｗ．ｘｄｑｂ．ｎｅｔ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５



［３０］ Ｓｉｌｌｓ Ｊ， Ｓａｎｄｅｒ Ｖ Ｄ Ｌ， Ｍａｉｂａｃｈ Ｅ， ｅｔ ａｌ．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３５８ （６３６７）： １１４１－１１４２．

［３１］ Ｆａｚｉｏ Ｌ Ｋ， Ｂｒａｓｈｉｅｒ Ｎ Ｍ， Ｐａｙｎｅ Ｂ Ｋ， ｅｔ 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ｌｌｕｓｏｒｙ Ｔｒｕ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４４ （５）： ９９３－１００２．

［３２］ Ｓｗｉｒｅ Ｂ， Ｅｃｋｅｒ Ｕ Ｋ Ｈ，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４３ （１２）： １９４８－

１９６１．

［３３］ Ｗａｌｔｅｒ Ｎ， Ｔｕｋａｃｈｉｎｓｋｙ Ｒ． Ａ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ｉｓ ｉｔ， 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ｏｐ Ｉｔ？ ［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４７ （２）： １５５－１７７．

［３４］ Ｇｕｉｌｌｏｒｙ Ｊ Ｊ， Ｇｅｒａｃｉ 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ｍｏ⁃

ｒ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２ （４）： ２０１－２０９．

［３５］ Ｐｌｕｖｉａｎｏ Ｓ， Ｓａｌａ Ｓ Ｄ， Ｗａｔｔ Ｃ．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ｏｎ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２０， ２１ （３）： ３２１－３３０．

［３６］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Ｊ， Ｂｉｇｄｅｌｉ Ａ Ｚ，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 Ｊ］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６， １１１： ８６－９６．

［３７］ Ｌｉ Ｚ Ｍ， Ｚｈａｎｇ Ｑ， Ｄｕ Ｘ Ｙ，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Ｒｕｍｏｒ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 Ｊ］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５８ （１）： １０２４２０．

［３８］ Ｅｃｋｅｒ Ｕ Ｋ Ｈ，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Ｏｂｅｒａｕｅｒ Ｋ．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０１４， ７４： ７７－９０．

［３９］ Ｆｌｙｎｎ Ｄ Ｊ， Ｎｙｈａｎ Ｂ， Ｒｅｉｆｌｅｒ Ｊ．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ｉ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ａｌｓｅ ａｎｄ Ｕ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３８ （Ｓ１）： １２７－１５０．

［４０］ 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ｙ Ｓ， Ｓｔｒｉｔｚｋｅ Ｗ Ｇ Ｋ， Ｏｂｅｒａｕｅｒ Ｋ， ｅｔ 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ｆｏｒ Ｆａｃｔ，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１６ （３）： １９０－１９５．

［４１］ Ｎｙｈａｎ Ｂ， Ｒｅｉｆｌｅｒ Ｊ． Ｗｈｅ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ａｉｌ：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０， ３２ （２）：

３０３－３３０．

［４２］ Ｃｈａｎ Ｍ Ｓ， Ｊｏｎｅｓ Ｃ Ｒ， Ｈａｌｌ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 Ｋ， ｅｔ ａｌ． 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 Ａ Ｍｅ⁃

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Ｍ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２８ （１１）： １５３１－

１５４６．

［４３］ Ｋｅｅｒｓｍａｅｃｋｅｒ Ｊ Ｄ， Ｒｏｅｔｓ Ａ．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Ｂｕｔ Ｈａｒｄ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ａｌ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Ｊ］．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Ｓ０１６０２８９６１７３０１６１７．

［４４］ Ｂｒｙｄｇｅｓ Ｃ Ｒ， Ｇｉｇｎａｃ Ｇ Ｅ， Ｅｃｋｅｒ Ｕ Ｋ 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 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６９：

１１７－１２２．

［４５］ Ｓｉｎｇｈ Ｋ Ａ， Ｇｉｇｎａｃ Ｇ Ｅ， Ｂｒｙｄｇｅｓ Ｃ Ｒ，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０１８， １０１： １８－３６．

［４６］ Ｎｉｇｇ Ｊ Ｔ． 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 Ｄｉ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 Ｖｉ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０，

１２６ （２）： ２２０－２４６．

［４７］ Ｂｕｔｌｅｒ Ａ Ｃ， Ｆａｚｉｏ Ｌ Ｋ， Ｍａｒｓｈ Ｅ Ｊ．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ｅｒｓｉｓｔｓ Ｏｖｅｒ ａ Ｗｅｅｋ， Ｂｕｔ Ｈｉｇｈ－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Ｊ］． Ｐｓｙ⁃

ｃｈ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 １８ （６）： １２３８－１２４４．

［４８］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Ｄ， Ｈａｏ Ｑ， Ｊｉａｎｇ Ｘ， ｅｔ 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Ｆｉｎｅ Ａｂ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４４

（３）： ２７４－２９８．

［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ＣＮＮＩＣ）． Ｔｈｅ ５０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ＣＮＮＩＣ）， ２０２２．

［５０］ Ｍａｒｃｏｕｌｉｄｅｓ Ｇ Ａ．．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 ３１ （３）： ２４０－２４４．

［５１］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 ．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５２］ Ｃｈｉｎ Ｗ 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８， ２２ （１）： ⅶ－ⅷ．

［５３］ Ｊａｒｖｉｓ Ｃ Ｂ，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Ｓ Ｂ，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Ｐ 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３０）： １９９－２１８．

［５４］ Ｒｉｎｇｌｅ Ｃ Ｍ， Ｗｅｎｄｅ Ｓ， Ｂｅｃｋｅｒ Ｊ Ｍ．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３．’ Ｂｏｅｎｎｉｎｇｓｔｅｄｔ：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ＧｍｂＨ ［ＥＢ／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ｃｏｍ， ２０１５．

［５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Ｇｅｒｂｉｎｇ 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８８， １０３ （３）： ４１１－４２３．

［５６］ Ｓｔｒａｕｂ Ｄ， Ｂｏｕｄｒｅａｕ Ｍ Ｃ， Ｇｅｆｅｎ 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Ｓ， ２００４， １３：

３８０－４２７．

［５７］ Ｕｒｂａｃｈ Ｎ， Ａｈｌｅｍａｎｎ Ｆ． Ｓｔｒｕｃｔｒｕ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１ （２）： ５－４０．

［５８］ Ｔａｂｅｒ Ｃ Ｓ， Ｌｏｄｇｅ Ｍ．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５０ （３）： ７５５－７６９．

（责任编辑： 杨丰侨）

—９３１—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现 代 情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５


